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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代敦煌是多民族佛教译经地，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气息，历来受崇信者的青睐。二十世纪初在此出土的汉、藏、吐火罗、

于阗等佛经文献和杂卷不计其数，令世人为之震惊，随之敦煌学研究收获颇丰。但一直以来学者、专家对藏经年代和原因众说纷纭，至今
没有达成统一共识，更未提及藏经者是谁。本文从藏族的宗教习惯、在敦煌的统治及文化影响等方面谈及藏族藏经人的可能。

关键词：敦煌 文献 藏经人 藏族

收稿日期：2008- 08- 07
作者简介：马金龙（1979-），男，回族，青海共和人。青海师范大学 2007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文献，

解开了很多文化历史之谜，无疑给研究中华文化

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国内外学者潜心研究，
使敦煌文化研究圈不断扩大，历史价值和学术价

值不断提高，敦煌热此起彼伏，其作用和感召力

远远超过王道士和张大千等人的想象。笔者在阅
读很多关于与敦煌文献相关资料时，对敦煌藏经

者到底是 T（TIBETAN PEOPLE）人还是 H（HAN
NATIONALITY）人产生了极大兴趣，至今没有学
者提及此问题。所以，促使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并
结合相关资料与观点进行阐述。

一、藏经原因和时间之说法
藏经年代及原因考证对研究 T、H有着极大

帮助，这也对当时历史环境、人文地理等内容的
考证和校勘有很大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
看法是封闭于 1036年敦煌将陷于西夏之时。[1]陈

坦认为经洞封闭为 1053年以后。此后，英国学者
斯坦因及我国学者罗振玉、姜亮夫等也持经洞封
闭于西夏之时的相同观点。白滨则认为是 1002
年以后，贺哲世在《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
闭》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补充。他认为，随着敦煌
东边党项势力的强大，西边信奉伊斯兰教哈拉汗

王朝消灭于阗政权后逐步推进敦煌，为防止党项

和哈拉汗王朝军队的破坏，敦煌各个寺院便把文

献集中到莫高窟中。
有人还认为是敦煌所藏文献是弃品，认为如

果避难而藏的话对于寺庙来说藏品应是佛教中

最珍贵的东西，应该是佛教大藏经，但至今还没

有发现一部完整大藏经和佛经珍品。全都是单卷
残部、碎篇断简，甚至可以说是残卷废纸，故认为
是将多年封存而又无多大价值或已经过时不用

的佛卷文献堆集起来，年深日久，将其遗忘。
二、推理 T、H藏经者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大致对藏经年限和原因

有了大体的了解，可以肯定的是藏经时间是在十

世纪末或十一世纪初。上述藏经原因都有一定道
理，但也不能完全肯定。笔者认为对藏经时间、藏
经原因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但藏经者是

谁的问题到现在还未提及，只是笼统地认为是佛

家僧人或信奉佛教之官人，却忽视了 T人还是 H
人。我们知道敦煌文献是在某一个年代以某种原
因某人将文献和画卷等在佛洞窟中藏了起来，又

有某人碰巧发现而公布于众。藏经者的研究对进
一步澄清藏经年代和原因有很大的帮助，其环节

缺一将有可能对历史文化研究带来误读。从斯坦
因的记录来看，藏经洞的佛典是按类存放起来

的，汉文佛经和藏文佛经包裹分类存放；回纥、于
阗、吐火罗文等杂卷放置在一起。这就给我们提
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分类放置？可能藏经时

间有前后顺序，但研究者都不赞同这种观点，从

发现的文献中也能够察觉到这一点，那么又是为

什么呢？看似简单但细小的一些东西，使人联想

翩翩。
就从藏经归类放置来说，汉、藏文献分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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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其他民族的堆集在一块。不外乎有这么一种
原因：便是 H、T人或其他民族信奉佛教之人（组
织者）封存了经卷。分析汉、藏寺院的经卷集中一
起放置，其他民族的堆放在一起的原因，可以看

得出 H、T者的经卷为多数，其他民族的经卷是少
数，这在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中有详细
的阐述，此处不再赘述。但我们知道早在吐蕃或
归义军统治时期其他民族当时在敦煌没有专门

的寺院，而是以留学者的身份自居，但汉、藏寺院
在敦煌有多处。在 T、H者占多数的环境里因避突
发事件其他民族之人组织封存的可能极小。由
此，我们完全可以推理 H或 T人最有可能，目前
敦煌学者对此没有进行研究，这里指的 H或 T是
组织者，因为从藏经的规模和分类等来看藏经不

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但笔者通过学习藏族文化
和查阅有关资料中发现 T人的可能性较为 H人
大些，这是从吐蕃文化对河西的影响等层面进行

论证，得出 T人藏经的结论。
三、吐蕃文化对河西的影响及藏经者 T
荣新江先生在《敦煌学十八讲》中指出：“吐

蕃对敦煌的长期统治，对敦煌佛教有着决定性影

响，像吐蕃高僧法成在吐蕃统治结束时，并未随

吐蕃势力而退走，而是听从曾跟从他念经的弟子

张义潮的劝请，留在敦煌讲经。”这也可以说明虽
然吐蕃势力渐去差不多一百年，但藏族文化对敦

煌地区文化影响的深度也是史无前例的。有人还
认为，当时于阗、西夏等民族广泛运用吐蕃语。[1]

从这些材料中隐约感觉得到吐蕃公元 842 年前
的繁荣强大对周边民族和边境汉族地区影响深

广，在文化上有可能已经形成同化趋势。再说，张
义潮是吐蕃僧人的弟子，汲取吐蕃文化的成份肯

定较多，对于一名信教徒来说在文化上维护和继

承也是必然的，也有理由相信当时河西地区惯用

公元纪年法等沿用吐蕃十二生肖是可以理解的。
还可以这样理解，张义潮是沙、瓜、伊、西、兰、鄯、
河、泯、廓等 11州观察使，这些地方多数都有吐
蕃曾经交流和统治的痕迹，让民众在意识形态和

语言文字上一下子接受汉文化较为困难。故此，
用当时社会上较为流行的吐蕃文字语言维护其

统治当然是比其他语言更为便捷畅通。在日本学
者池田温的《敦煌文书的世界》中云：“通览敦煌
契约，最为古老的是 8世纪中叶的，9、10世纪的
也有，即使是在名义上奉中原王朝的时期，但西

陲之独立地方政权的特征也很强烈。因此，有许
多契约的纪年没有年号，仅用干支或十二支（多

是吐蕃时代的）的纪年占了一半以上”，以此也可
解释上述理由。敦煌经历了吐蕃王朝八十多年的
统治，潜移默化当中已基本接受吐蕃文化，虽然

文化对抗明显，但文化根基不随王朝瓦解而烟消

云散。相反，多元文化在敦煌地区出现此起彼伏
的状态，对“敦煌的藏文卷子中有一些不属于吐
蕃统治时期的。是归义军节度使、甘州回纥与于
阗国相互交往或使用的文书”[2] 从中我们可以知
道，虽然吐蕃统治势力退去，但吐蕃文化还在该

地区如前发展。
再者，“吐蕃占领敦煌后，敦煌与中原的联系

被割断”。[3]在归义军节度使统治时期唐朝内忧外

患，自身难保，对河西一带顾睱不及。由此也可以
判断出，当时唐朝对敦煌在文化上的控制力不

强，漫漫百年受到吐蕃文化的熏陶，吐蕃文化还

以原有的面貌盛行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也不能
否认汉文化盛行的前景，也许有人会问：敦煌出

土文献为什么汉文献较多，这不已证明汉文化在

敦煌的传播力量吗？确实是这样的，毕竟敦煌在

吐蕃占领以前，汉人已统治数百年，虽然已失去

往日光彩，但文化根基依然犹存。可我们不能因
为文献的多少来决定谁是藏经者的问题，笔者认

为从一种民族的眼光来审视敦煌藏经原因和藏

经者等问题有点欠佳。再说，敦煌毕竟在一千多
年前是各民族佛教徒讲经、诵经、辩经之地。著名
藏族当代学者端智嘉就说：“一千多年前藏族和
汉族，还有西部的一些其他少数民族从四面八方

聚集到这里，共同学习和翻译，共同商讨宗教事

宜的情景展现在我的脑海里”，[4]古代敦煌是一个
多人种、多元文化的混杂地区是不可否定的。
就藏经洞的藏经方法来说，据笔者了解，在

藏族历史上，为了传播某种教派将录有本教派意

志并符有神之语的佛教、历史文字经典藏匿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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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柱间或深山峡谷之中，以佛之启示之语，将其

公布于众的方法。现在可以见到的以前著名伏藏
作品很多，比如：《柱间史》、《玛尼全集》、《四部医
典》等。笔者曾经在今青海兴海县一带就目睹过
以前尼玛派的藏经洞，洞内刻有佛像、藏经卷放
置整齐有序，金字书写经书颇多，经卷有上百种

之多。这在藏族佛教历史上是见多不怪的。吐蕃
在赤松德赞时就出现了伏藏，敦煌文献同样在出

现某种危机之时如果是 T人组织者延续伏藏的
办法封存是有可能的，因为这里一种文化根基在

起作用。
法国藏族学者石泰安和我国敦煌学研究专

家荣新江都提到汉文化（唐朝）对藏族的影响，特

别是石泰安在相关论著中明确提出唐朝对吐蕃

的影响甚至超过印度。这是可以相信的。因为，
“古代的吐蕃经济昌盛，民富国强，尤其是在松赞
干布和赤松德赞时期，西边能跟唐朝较劲的唯一

民族非吐蕃莫属。”[5]当时的吐蕃君王政治开明，
吸收外来文化，有选择性地发展宗教文化，宗教

还没能在藏地遍地开花，而是正在和本地本教对

抗阶段，是以纯粹或半纯粹的外来身份自立阶

段。再说，唐朝威名四震，繁荣富强，在松赞干布
迎娶文成公主这件历史性的婚姻中，文成公主带

去的医药、工匠、星算等，不难发现吐蕃在汲取外
来先进文化上是积极的。允许摩诃衍在藏地传
法，敦煌文献中发现的古典著作《尚书》、《春秋后
语》等的藏文译文等，可以证明在当时唐朝对吐
蕃的影响已经很长。
“吐蕃对河西和西域的统治结束后，这一地
区各个民族政权间相互联系时，使用的是大家都

懂得的共同语言———藏语来通信，这清楚地表明
了吐蕃的影响”。[6]“敦煌文化研究所里，唐朝的很
多文献是无量寿佛类的，大概有十几卷，每卷后

缀有作者和书写者的名，分析这些名字有汉族也

有藏族，从中也可以看出有些经卷是汉藏僧人共

同完成的……”[7] 从此，我们也是否可以这样判
断：公元 1035年前后，虽然吐蕃在敦煌的政治控
制力随吐蕃王朝的四分五裂而瓦解，但吐蕃的文

化还一直影响着敦煌的每一寸土地，甚至是官

方。加之喜欢接收和学习优秀文化的藏族僧人，
看到汉文化博大精深，通过收集汉文卷本和附带

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卷本，召集一些文人将其翻

译的过程中因发生战乱或其他原因将其封存，后

因西夏控制该地区而被人们渐渐遗忘，至王道士

发现为止。
四、译经的盛行及藏经者臆断
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经济、

政治、文化、军事的强大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赞普
赤松德赞时就在桑叶寺建立翻译学院，集中印

度、唐朝、伊朗等各民族僧人翻译佛经，对后来佛
经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只要是统治者

和佛教僧人都将修建寺庙和翻译佛经，统治者为

了维护其统治，专门供养翻译队伍，通过翻译汲

取先进文化促使社会健康有序发展，从而为后来

的佛教在吐蕃以“王者”身份奠定了坚实基础。由
此，我们也可以察觉到佛教的中心早在很多年前

已转移至青藏高原，其原始性、纯真性可见一斑，
这当然与当时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
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记载的“藏文文献中发

现的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的汉语”；“很多汉文佛经
背面以藏文来书写佛经”，[8]“发现很多像粟特文
佛经写本，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在藏文文献中发现

的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的汉语数词一至十”；[9]还有
《藏文或婆罗谜文音译汉文文献》、《藏、汉文字音
译梵文文献经典》及《藏汉双语写本》等记载中可
以看出当时汉、藏、粟特等民族翻译佛经的规模
是空前的，很多研究者恰巧忽视了这点，只知道

河西宗教活动频繁，宗教遗迹颇多，却忽略了河

西在宗教发展和流传中的“中介”作用。我们都知
道佛教发源于古印度，想把佛教在不同民族和国

家发扬光大，必须要经过翻译这个过程，十世纪

或十一世纪初正是佛教在唐、吐蕃、西夏等地生
根发芽的关键阶段。随着吐蕃的不断强大和对河
西等地的控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也跟随

统治者的步伐一并传来。各民族僧人，抛开政治
目的和私人利益，共举佛教这面旗帜，在求同存

异中生存、开拓创新中学习。尤其是吐蕃最后一
个君王朗达玛灭佛以来各路信佛者背负宗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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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责任，开拓佛教疆域。河西作为政治、文化
的庇护所，各种政治势力很难到达，故 T人凭借
以往驻留此地并以以前归义军首脑信奉藏传佛

教的条件优势，召集人员在河西寺院收集各民族

佛教文献，亟待翻译。公元 842年朗达玛灭佛以
来西藏地区 78年无佛音，藏学界一致认为佛教
重新在西藏地区发展是十一世纪中期，对于 T人
的佛教徒来说，河西当时随着吐蕃王朝的覆灭失

去统治，但时间较短。佛教文化和居住环境等基
础还在，想复燃佛教余辉当然在此地更为有利，

因此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交相辉映，虽然 T人没
能完成翻译、吸收和传播的任务，但从安多将佛
重新迎回西藏并传播至今来看，今青海、敦煌是
朗达玛灭佛后 T人学经拜佛的重要场所是肯定
的。另外，佛教在公元二世纪传入东土，唐高僧玄
奘曰：“佛生西土，法流东海”。充分说明当时佛教
在汉地的传播发展比藏区广泛，藏佛教徒为了等

待时机，重新将佛带回西藏，将已经在藏区销声

匿迹的佛经在此翻译有很大的可能，因为对接壤

汉佛教文化直接接触比翻越雪山接触印度佛教

文化更有优势。
在这里我们可以猜想：古藏文能够在敦煌和

新疆等地出土并非偶然，朗达玛灭佛的火焰未触

及离吐蕃较远的河西、疏勒等地，所以幸而保存
了下来。另外，从敦煌藏文文献中可以很明显地
发现从汉、粟特等翻译的文字超过其他文字翻译
的迹象。也许，藏经之前几十年就有 T人翻译组
织领导翻译了很多汉文卷本，直到出现某种意外

将译剩和留有的佛经文献及带有其他文字的材

料封存了起来。我们也可以这样推断，吐蕃兵败
河西结束其统治后著名僧人法成的藏汉弟子，继

续在敦煌各个寺院讲经授法，理由是：“吐蕃高僧
法成在甘州、沙州等地译经传法，在归义军初期
仍在敦煌继续讲学，培养了一批汉族弟子，其佛

教学说也由其汉族弟子继续传播。”[10]“王道士来
到敦煌莫高窟时，窟前有三所寺庙，即上、中、下
寺。上、中两寺为西藏喇嘛占据……”；[11]“吐蕃统

治时期的敦煌文化，几乎是佛教一枝独秀。沙州
的僧尼寺院从 13所增加到 17所，僧尼从 310人
猛增到数千人。而且，敦煌在吐蕃的庇护下躲过
了‘会昌法难’，佛教教团和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
的发展”。[12]“吐蕃的崇佛政策深深地影响了归义
军，佛教在归义军时期盛行，莫高窟在归义军张

氏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造窟高潮，有人称之为

‘敦煌千佛洞的中兴’。”[13]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
出归义军时期的敦煌藏僧团对敦煌文化的统治

并没有退去，而是以一种融合的形式继续发展，

对藏族僧人担任当时的教会主管我们就不难理

解了。正值藏经年代，西夏的远征和支持宋朝的
唃厮啰政权气势冲天，随时有可能跨越江河冲向

敦煌，谁是真正主宰者尚难定论。社会动荡、战天
斗地的局面使迁居在敦煌的僧人望而心怯，束手

无策。为了避免因战争仇恨给各民族佛教文化带
来灾难，在 T僧人的带领下将译剩的佛经文献藏
匿在洞中，翘首局面。如果宋或唃厮啰占领敦煌，
就可以随时取出，继续译经传法，但事实却出人

意料，敦煌被西夏占领，故而封存渐渐被人遗忘。
总之，敦煌的藏经原因和藏经者身份考定众

说纷纭，是一团解不开的谜，“对藏经洞的封闭原
因和年代提出一种较为合理的解说，但决不能说

这一问题已经解决”，[14]此说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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